

































































































































































































































































































































































































































































































参考价值。毛泽东在 《寻乌调查》（１９３０年）中，将寻乌的识字人群分为十二个类别： （１） “识字二
百”，（２）“能记账”，（３）“能看三国”，（４）“能写信”，（５）“能做文章”，（６）“初小学生”，（７）“高
小学生”，（８）“中学生”，（９）“大学生”，（１０）“出洋学生”，（１１）“秀才”，（１２）“举人”。在他的分
类中，第１至５种是按识字能力从低到高排列的，而第６至１２种是根据受教育程度和种类 （科举与近
代学制）从低到高排列的。在识字能力的系列中，“能记账”的识字水平仅高于 “识字二百”，接近识
字能力的下限。参见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６０页。
的关系，从而推进对较低识字能力与乡民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的理解。
有关识字问题的人类学与欧洲史研究，也为重新思考清代识字率的证据提供了线索。既然
就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而言，民众识字数量的要求并没有过去设想的那么高，把读写能力
的下限下调至罗友枝所估计的数据，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在古典研究中，史学家还提出 “姓名
识字能力”的概念，如果接受这一概念，可以把读写能力聚焦于签名或类似的实践上 （当然，
姓名识字能力并不等于仅仅掌握姓名的读写能力，因为签名或画押虽然只涉及几个文字，但这
并不是说当事人只具备这几个字的读写能力，签押符号是作为读写能力的某种 “症候”来认识
的）。不过跟识字内涵的重新认识相比，识字率研究涉及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在欧洲识字率研究
中，一度主要根据出版物数量、学校普及程度等间接指标来推断识字率 （这也是罗友枝运用的
研究策略），但这种间接方法存在一些误区，也不够精确。① 大约从１９世纪前期开始，欧洲学者
开始寻求估算识字率更为直接的方法，并在此过程中注意到签名的学术价值。在这一方面，法
国学者马焦罗 （Ｌ．Ｍａｇｇｉｏｌｏ）的识字率研究功不可没。他在政府的支持下，发动法国各省教师，
利用婚书签名为主要证据，估算了１６８６—１８７６年间法国识字率的变动，从而为法国识字率研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费雷和奥祖夫的研究就是建立于这一研究的基础之上。② ２０世纪
中叶以来，在欧洲识字率研究中，根据签名统计识字率成为通行的做法。
在西方识字率研究中，签名之所以被视为估算识字率的重要证据，跟西方文字作为表音文
字的特性有关，这一特性拉近了文字与语音之间的距离。当然，签名体现的识字能力，究竟对
应于何种读写能力呢？对此，欧洲史学者也存在一定争议。英国学者肖菲尔德 （Ｒ．Ｓ．
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认为，签字能力是居于阅读能力与书写能力之间的识字能力，具备签字能力的人，少
于具备阅读能力的人，但多于具备书写能力的人。③ 斯通则指出：“对签名的能力……与真实识
字能力，亦即使用书面语言作为沟通方式的能力之间的准确关系，我们现在无从知晓，未来可
能也无从知晓。”不过大多数学者还是接受斯通的说法：签名数量的变动， “显示了具备阅读能
力的民众数量的同步但未必完全同比例的变动”。④
众所周知，在中国，类似于西方签名的是花押。可是，花押可以作为识字率的证据吗？对
此，中国史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罗友枝强调中西文字的差异，认为花押不能当作识字的
直接证据，她在 《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中指出：“欧洲史学家援用婚书签名作为前近代识字率
的证据，但仅凭签名本身，难以知晓个人的识字水平。对于估算中文使用者的识字率来说，这
个指标可谓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必须掌握的是非标音语言，只有通晓许多字词，方能进行阅读
和写作。”⑤ 正因为如此，她放弃了估算清代识字率的努力，转而利用间接材料探讨清代识字率
较高的背景。对此，应如何看待呢？
首先应该认识到，中、西文之间确有较大差别，汉字并非表音文字，汉字的结构与读音有
较大距离，字与音之间大都无直接对应关系。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中文表意字较多，与日常事
物的距离比表音文字小，这无疑为学习提供了一些便利。当然总体而言，汉字读写的学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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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西文难度大。汉字的书写，没有长时间的训练，是难以掌握的。然而，从相反的角度看，
这也是书写的汉字 （包括花押）可以作为识字证据的一个基本原因。正是因为汉字需要花费较
长时间才能掌握，一个能熟练画押的人，应该曾受过一定期限的教育。其次，中国古代的主要
书写工具是软笔，这种书写工具不易掌握，对操控的要求较高。要画好押，不仅要求书写者具
备一定的汉字认读能力，而且要求他／她经常写字，否则笔法必将非常稚嫩、生疏，甚至难以完
成花押的书写，最终只能描画简单的签押符号 （如十字和画圈，想想阿Ｑ如何画押）。因此，尽
管花押与西方的签名和识字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同，但从书写作为一种身体技术的角度看，
花押还是能体现书写者是否较为频繁地写字，从这一逻辑出发，可以大致推断其是否具备一定
的识字能力。
花押作为识字证据的性质，还可从其历史来理解。花押的历史可上溯至先秦；秦汉以降，
逐渐在政治领域和士大夫阶层中流行；唐宋以后逐渐在普通民众中间被广泛使用。其使用范围
涉及官文书系统的行政文书、司法文书，民间文献系统的契约文书 （契据、分关、合约等）与
仪式中使用的度牒等，因而是明清时期较为常见的一种签押形式。就本文讨论主题而言，花押
在司法裁判上的意义颇值得注意。在司法裁判中，强调当事者既已画押，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而其所签押的文件，亦应具有法律效力。其重要性虽不如手摹或印信，但也颇为衙门看重，甚
至在司法过程中以花押之真伪，作为取结完案的重要凭证。① 由于在司法审判中颇为看重画押凭
证的法律效力，故而有理由推断，明清时代的民众在画押时，通常会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尽
管代人画押的情形无法完全杜绝，但其频率应不至于影响花押作为识字直接证据的可靠性。
花押作为一种民众识字直接证据的学术价值，还可以得到日本史研究的佐证。日本本无画
押的习惯。大约９世纪初，在平假名开始出现前后，画押从中国传入日本，很快风行于宫廷贵
族中间。其形式最初多为署名，后来则多从名字中取两字组合成新字，亦以草体写就，用于签
押文件。② 到了幕府初期，德川家康 （１５４３—１６１６）对上下一横、中间添字的花押情有独钟，在
他的影响下，这种画押形式风行于武士阶层，也在上层平民中间流行。大概由于这种画押形式
来自明朝，当时称之为 “明朝体”。到１８世纪中叶，这种签押形式逐渐被押印 （将花押刻于印
章之上）所取代，手写花押日趋减少。１８７３年，明治政府规定，重要文件均需使用印章，此后
手写花押更加罕见。美国学者理查德·鲁宾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ｕｂｉｎｇｅｒ）使用日本传世公私文书中的
花押作为识字的直接证据，对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８世纪中叶日本城乡民众识字率进行了讨论。根据
他的解释，花押之所以可以作为识字的证据，跟手写工具和花押本身有关： “只需浏览一眼１７
世纪早期的原始文献，就会马上明白花押是由个人书写的，由于使用毛笔书写，需要相当高的
技巧”；“掌握毛笔绝非易事，需要勤加练习。”因此，“尽管存在例外，但几乎可以肯定，任何
能够画好花押的人，他能写的东西绝不限于花押”。③ 鲁宾格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强调画押的难度：
其一，毛笔是很难掌握的；其二，为了防止被模仿，花押的结构多半较为复杂，这也增加了画
押的难度，正因为如此，他将花押翻译为 “密码”（ｃｉｐｈｅｒ）。因此，画押不是一个人提起笔就能
立即办好的事情，一个从未或偶尔跟毛笔打交道的人，基本上只能勉强完成十字或圆圈的书写
（当然他／她还可以选择压指纹或打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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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花押可以作为估算民众识字率的证据，那么，应如何利用这一证据呢？西方史学家
在利用签名证据时，强调这些资料的系统性，也就是说，零散的签名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比如，
在英格兰地区，研究识字率的学者最为看重的是两个系列资料：其一，是１６４２年的拥护国教宣
誓记录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ａｔｈ）和１７２３年的拥护乔治一世、抵制教皇司法权的宣誓记录 （Ｔｅｓｔ
Ｏａｔｈ），前者要求全国所有１８岁以上的男性签名，后者要求全国所有１８岁以上的男女签名；其
二，是１７５４年开始的国教婚姻登记簿 （Ａｎｇｌｉｃａ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上有配偶双方及证人的签
名。① 鲁宾格在从事日本识字率的研究时，侧重利用的是乡村人口登记簿、１７世纪中叶的脱教
宣誓记录、城市商业区条规 （定め）等文献上的签名。② 这些资料都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可是，
明清时期的中国似乎很难找到这类资料，这应该是清代识字率研究难以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就无法找到可替代的资料吗？
的确，明清时期没有婚姻登记簿，明清的黄册和保甲册籍虽然列有相对系统的人名，但册
籍上面并无签押符号。至于民间是否存在与婚姻登记簿类似的、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文献，目前
尚难断言，不过至今确实尚未发现较为系统的社区层面的花押证据。那么，是否可以找到更小
的社会单位层面的系统花押记录呢？答案是肯定的。清代民众分家时，多立有分关，又称阄书。
分关上既有家庭成员的系统信息，又保存了参与分割家产的各方继承人的花押，这种证据具有
一定系统性。在这一点上，肖菲尔德对英格兰相关文献的讨论，只需稍作修改，便可适用于清
代。肖氏认为，在某一社群仅有部分人的签名或标识被记录的情况下，只有资料明确交待了统
计对象，这些识字证据才具有价值：
在这类文献中，最好的三种资料是：遗嘱、结婚证书的申述和契约及教会法院见证人
的具结书。很明显，这些资料留下的社会下层的签名或标识是有缺陷的，但它们提供了有
价值的证据，因为它们提供了签名人或标记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和住
址等诸多细节。因而，尽管仅凭这些资料是无法对具有签名能力的人口所占的比例进行总
体估算的，但它们无疑有助于很好地估算具有签名能力的人在资料记录的相应群体中所占
比例，这些群体的某些特性———比如职业———对史学家来说是很紧要的。③
这些资料本身是个体的，但就牵涉的社会单位而言，应该说还是成系统的，又因上有相关人员
的背景信息，应可作为讨论识字率的有说服力的例证。
同时，不少买卖田产、屋基的契约，需经出售或典当的个人或集体画押，上面又有房亲、
中见、代书的画押，这种资料本身多半缺乏系统性，但如果这类文献在一个社区中得到系统保
存，而且又达到较大数量 （如清水江、徽州、浙南某些村落的契约文书），那么，就有可能从两
个方面进行系统处理：其一，是寻找契约文书之间的内在联系，契约文书若系统保存，数量可
观，中间重复之人名应当不在少数，可以人名为线索，重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估算识字率；
其二，若该社区谱牒文献保存完备且内容系统、充实，当可配合契约文书，以家庭复原法为基
础，系统处理契约文书中的花押数据。
四、结语：微观民众识字研究
自罗友枝的 《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出版以来，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研究，一直无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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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推进。这固然是因为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主题出发，对何为识字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也
是由于研究者基于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异，大都否认花押可以作为识字的直接证据。在这种情形
下，相关学者自然也不会致力于从文献中寻找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识字证据了。
然而，纵观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学和欧洲史对识字问题的研究，无论就文字对心智
发展的影响，还是识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相关研究都强调一个人只需能够处理表格、清
单、配方、菜谱等非叙事性文类，即可对其智力发展与社会生活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他／她在
日常生活中涉及的文字，大多应属非叙事性文类，而不是冗长、复杂的叙事文类。在社会经济
条件到位的情况下，这种层次的识字技能，足以处理重要的社会经济事务，从而给识字者带来
社会经济方面的便利和实惠。笔者对闽西开支账和徽州排日账的分析也证实，在清代，一个人
只要是粗通笔墨，掌握区区四五百至七八百字，便有能力处理记账、借贷乃至记事等文字工作。
因此，笔者认为不应该坚持两千字的识字门槛，而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主题，将识字的门槛下
调至五百字乃至更低。
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的民众识字研究，还显示了功能性转向。学界从单纯计算识字率，转向更
多结合社会语境进行识字问题研究，考察文字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
文字的功用和意义。由于不同的社会事务对文字的要求不同，对处理这些事务的民众，也就提
出不同的识字要求。在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掌握两千字的民众固然应归入识字人群；一个只掌
握四五百字，但具备记账能力的民众，也不妨归入识字群体；甚至只留下花押的民众，也因其
具备画押的能力，实际上借助文字的书写参与了社会事务。当然，就这一点而言，花押不是作
为单一、孤立的事实来把握的，而是预设画押的能力意味着可能掌握多达数百字的书写能力。
不过，由于中西语言的差异，以往学者对花押作为识字的直接证明多持反对意见。他们基
于西方文化表音、中国文字表意的差异，否认花押可以作为识字证据。但从书写作为一种身体
技术来看，以毛笔写字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书写的是花押这样一种高度个性化、需要较强书
写技巧的符号。很难想象一个能画好花押的民众，平日很少跟笔墨打交道。另外，从花押的法
律效力看，由于花押在司法裁判中经常被取证，民众在画押时应该会持相对慎重的态度，代人
画押的情形应不多见，至少不至于对花押作为识字的直接证据带来明显的影响。
最后，尽管中国无法找到类似英国拥护国教的宣誓记录和婚姻登记簿那样系统的签名文献，中
国学者也从未像法国学者马焦罗那样，对全国过去两个多世纪的识字率进行过系统统计，甚至连日
本幕府时期签有花押的乡村人口登记簿和脱教宣誓记录在清代都不易找到 （不过中国使用花押的时
间比日本长得多，在民间留下了更为丰富的花押史料），但是笔者认为，通过结合分关、契约、族
谱等文献，仍有可能进行家庭和村落层面的识字率研究；而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学界搜集、整理与
出版民间文献的热潮，为从事这种类型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① 这种微观层面的识字率
研究———在此不妨称之为微观识字研究———尽管无法与基于英、法两国的系统识字证据从事的
研究相提并论，却是面对识字的直接证据 （花押）、正面讨论识字率的新开端。笔者热切地期盼
一个基于花押证据、结合民间文献进行的清代微观民众识字研究时代的来临。
〔责任编辑：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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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民间文献的地域分布不甚均匀，有些区域要开展识字研究可能会碰到困难，但开展跨地域识字比
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推算清代全国识字率及其变动，则应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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